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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研堂文集》学者传记与清代学术史的书写 

冯　坤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三十九的一组学者传记，历来被简单的作为《汉学师承记》的原始材料看待，导致
其中作者记录当代学术史的意识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从这组传记的传主选择，到它们的写作方式，无不体现着作者的史

家眼光与精心选择。而我们熟悉的《汉学师承记》，其中的一些问题，如人物选取、写作体例，也都可以追溯至这组传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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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清代学术史，尤其是清代汉学史的整理与
书写，学者们一般会溯源至江藩的《汉学师承记》。

在《汉学师承记》所采取的史料之中，最为重要的一

批莫过于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三十九的

一组学者传记。［１］这组传记对于《汉学师承记》的

影响可谓至关重要。如果加以详细分析，我们可以

看到，江藩引自钱氏传记的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三

分之一，而且大多原文照录，至多部分词句略有改

动。相比之下，对于其他史料，江氏或为节引，或亲

自加以组织，由此可见钱氏传记重要性之一斑。笔

者认为，钱氏传记不应当仅仅被当做一种原始史料

来加以看待。与其说它们是江藩书写清代学术史

的原始资料，更不如称之为《汉学师承记》之前对钱

大昕有关学术史整理的一次尝试，或者说是清代学

术史的书写过程中没能来得及加以展开的一个可

能，但对清代及以后的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影响。

　　一　钱氏传记的基本情况

钱大昕的这组传记在《潜研堂文集》中单独编

为三十八、三十九两卷，与文集中其他内容并不相

混。传记前后并无序跋，亦无其他介绍性文字，只

有标题、格式前后统一。传记大致按照时间先后顺

序排列，包括严衍、阎若璩、胡渭、万斯同、陈祖范、

惠士奇、王懋、惠栋、江永、戴震、钱塘等 １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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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写作时间难以确定，也无法考证是否为一时

一地之作。不过我们可以从戴震传记中寻找到一

些旁证，从而推断其写作时间：此篇中提及戴震亡

故后由孔继涵刊行其著作，［１］７１６但篇中所列出的孔

氏所刊书目与今天我们所见的《戴氏遗书》相比犹

有缺漏，而且篇中并没有提及段玉裁重刻的１２卷
本戴震文集。我们知道，孔氏刊行《戴氏遗书》在乾

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到四十四年之间，段氏重刻在乾
隆五十七年，故此篇可以大致推断为乾隆四十二年

到四十四年之间完成，或许下限可以放宽到乾隆五

十七年。另外钱塘别传提到了钱塘的去世，春秋五

十有六。钱塘少钱大昕７岁，卒年亦当在乾隆四十
二年。综合起来看，两篇不同的传记皆作于乾隆四

十二年之后，这组传记有可能集中创作于乾隆四十

二年后至乾隆四十四年前这一段时间，最迟不过乾

隆五十七年。

关于这组传记的传主选择，笔者个人的看法如

下：严衍为嘉定先贤，与钱大昕同乡。此人当明季

之世，致力史学，大昕传中称：“当时无通史学者，咸

笑以为迂”，可见严氏既为乡贤，又得考据学风气之

先，因此在钱氏传记之中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其后

阎若璩、胡渭二人辨《古文尚书》与《易》图，其考证

直接为清代考据学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惠氏父

子坚守“汉学”，倡导风气，江永、戴震为一时之杰，

这四位算是考据学家的中流砥柱。其余的万斯同、

陈祖范、王懋持学与考据学者各异，然而不废经

史，汉宋兼采。这一组文章应该可以归结为对清前

期一代学者的共同记录，不过它们在撰写方式上可

以说仍然脱不掉钱氏作为考据学者的影子。如江

永虽然精于考据，但他同时也信服程朱理学，钱氏

的江永传中便完全没有反映出这一点。又如，洪榜

也曾作过戴震行状，［２］其中多引《孟子字义疏证》，

这部有关义理的论著是戴氏生前得意之作，而钱氏

戴震传不采；钱传中另收入戴震论《易》、论《周

礼》、论明堂三条，钱氏所采而洪氏所无。然而这些

忽略很难归结为钱大昕有意从自己个人治学的偏

好出发来剪裁史实，因为这组传记中仍然存在着不

少内容，与钱氏个人的治学倾向相差甚远，至少传

记从人选上便没有拘泥于考据学学者。从某种程

度上说，这种现象更适合被看做史实经过作者眼光

折射后的结果。作为一个考据学家，钱氏不自觉地

首先将眼光投向了考据这一方面。

　　二　钱氏传记的写作目的与写作方式

从梳理学术史的角度看来，这组传记的确难以

看做完整的作品。它们没有单独成书或结集，也没

有统一的名目。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可以从中

推知它们的写作规划，从而获得更加详细的创作信

息。真正将它们与文集中其他传记区分开的特征，

是传主本身的身份，以及钱氏写作的方式。它们的

排列大致以时间为序，虽然传主治学倾向彼此不

同，但仍然一同并列，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甚至

其中的惠氏父子已经有了明确的传承关系，但二人

之间还是隔了一篇王懋的传记。从这一点看，钱

氏的做法不如江藩《汉学师承记》体例严谨，按照交

游和学术理路分卷。从涵盖的人物范围来看，钱氏

传记所收人物不多，更像是为当时学术界的主要人

物留下一组剪影，而不是类似于学案式的著作，试

图囊括整个学术界，给每个学派、每位人物进行品

评，安排适当的地位。当然这组传记也并非严守一

派之学，详细剖析清代考据学的学术传承。钱氏传

记的创作，其布局谋篇多少存在着粗陋之处，而当

时的客观环境也未必完全适合：由钱氏论及当代学

术史，其本人以及姻亲王鸣盛自然需要回避。当时

钱氏的平辈与后辈人物也仍然在世，因此有些人物

不便加以论定。由此看来，以钱氏当时的情况而

言，全面书写当代学术史的条件其实并不十分

充足。

这组文章的写作缘起，目前仍然隐没不明。在

钱大昕的文集与日记等资料中还没有看到有关学

术史整理以及类似意愿的文字，甚至不见打算给学

者作传的只字片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

证据表明，这组传记并非无意之作。在钱氏这组传

记之前，我们所能查考到的有关这些学者的其他传

记资料———以漆永祥先生的《江藩与〈汉学师承

记〉研究》第六章“《汉学师承记》史源考”所考［３］来

看，几乎均为零散的碑传、行状、墓铭。这类材料的

写作是个人性质的，不仅单独针对传主个人，而且

写作目的也出于传主与作者的私交。但是钱大昕

与其中很多学者时移世异，并无交往。钱氏为他们

作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作者自身的历史担

当。杭世骏曾经作过阎若璩传，自称“以待秉笔者

为考信之地”，［４］而钱氏为诸多重要学者作传，又何

尝不是如此，非存留一代学术大况以待后人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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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写作体例来分析，则会发现这组传记与其

他行状、墓铭的不同之处。钱氏传记的内在结构，

是按传主的学术观点来组织。传记的写作方式，是

摘录传主论学之言，并加以排列组织，用来构成传

记文的主体。钱氏传记可以看做一个综合体，内容

包括了传主的简略行述，以及传主学术的综述，这

便已经不同于其他传记以传主生平活动为线索的

组织方式。钱大昕的妻兄王鸣盛，同样是著名学

者。钱氏为王氏所作的墓铭不在这组传记之列，而

另外收录于《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１］８３８将这篇墓

铭与传记对比，便可以看出这组传记的体裁是经过

刻意选择的，更加偏重于学术性。这组传记中唯一

的例外是万斯同传，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万氏成就主

要在《明史》，对于清代统治者而言，忌讳颇多，不便

摘录。不过在钱氏传记之前的传记资料中，有那么

一篇还是不可忽视的，即戴震为江永所作的《江慎

修先生事略状》。［２］此文作于乾隆壬午年（１７６２），
写作时间或早于钱，而体例则与钱氏几近相同。

《汉学师承记》于钱氏极为尊信，阎、胡、惠氏父子诸

记均依钱传而成，唯江永传主要依据戴震之文，这

一点后文将继续展开论述。除此之外，钱氏为钱塘

作传，称为“别传”，乃是出于“惜其未及中寿，而撰

述或不尽传，因仿魏晋人别传之例，述其事目如

右”。钱大昕于史例极为精熟，由此可见一斑。

这组传记由这样一位精通史例的史学家以独

特的方式写成，并且有意识地独立分卷，不与其他

传记相混，那么它多少值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

的重视，而不是被当做零散的原材料而埋没于碑传

行状之中。历来学者，如周予同《清朝汉学师承记？

序言》，均以《汉学师承记》上承《宋元学案》《明儒

学案》。而笔者认为，在二者之间，可以再加上钱氏

传记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作为清代学术史的书写的

开端。这一组传记固然很难直接视为典型的“学术

史”，但至少可以看做是“准学术史”，是以书写学

术史为目标的准备工作。而在它之后的时代，学术

史的写作，也或多或少折射出了这一组传记的

特点。

　　三　钱氏传记与《汉学师承记》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汉学师承记》为何以阎若璩、胡渭开
篇，而将时代更早的顾炎武、黄宗羲置于附录的问

题。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自己给出的解释，一是

“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

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二是

“虽前朝之遗老，实周室之顽民，当名编薰胥之条，

岂能入儒林之传哉”。［５］后来的评论也大多根据这

两条展开，有些意见置疑江氏严守汉学门户之见，

以致对大儒要求过严，而且江氏《汉学师承记》中又

有非汉学家者夹杂其间，于是遂云江氏自乱其例。

另外一些评论则集中于批判清代文字狱之酷烈，使

人避席不敢谈遗民之事，甚或有人联系阎若璩传内

受清世宗宠信一事，从而攻击江藩作传从统治阶级

利益出发。于此漆先生书中考辨甚详，而本文在这

里想要附上一点看法：钱大昕的这组传记中，开篇

的是严衍，然而严氏是嘉定人，传中又称赞其“时邑

中诸名宿，皆以诗文自名，先生独专心古学，耻以词

华炫世”。此人在明后期的特定时代，起的更多是

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于钱氏有着特殊的意义。那

么除去严衍之后，清代学人的开端正是阎若璩、胡

渭。钱氏既然可以给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作传，自

然不会严守门户之见；而钱氏又曾在文集中直书

“嘉定三屠”，［１］３５５同样也不可能出于畏祸而对顾、

黄这样的遗民学者避而不谈。江藩是否直接承袭

了钱氏的做法，这里不能确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

认为，将清代学术的源头归于阎、胡，可能是清代一

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当时人看来，将阎、胡归为清

代学术的直接来源，可能并不十分突兀。而时代更

早、甚至启发了阎、胡的顾、黄，在考据学家们的心

理上或许已经离开清代学术相当远了。

另一个问题则有关《汉学师承记》的体裁。江

书的写作，是以传记的格式，结合学案式的内容。

这种写法与正史儒林传最大的不同，便是先将传主

本人在著作中的表述加以选择，再进行组织，合成

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作者的个人意见主要表现

于传主及材料的选择，而较少表现在文字叙述及评

论中。与此相对，传统的传记则由作者采用自己的

语言对传主的生平和学术概况加以叙述和评价。

无论如何，这一点历来引起了很多注意：有些学者

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如黄式三称江书“不矜裁削，于

后儒所讲起收虚实之法不拘焉。后之为艺文志、儒

林传者，将必取法于是也哉”；另外有些学者给出反

面的评价，如徐复观称“江氏书中各传，多取自他人

所作，他便在增删中弄手脚，以符合他所说的汉学

家的标准”。［３］与江藩同时代的人同样意识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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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如阮元自任编撰《国史儒林传》也采取了类似

的方式。漆先生书中评论江、阮等人这一想法时

称：“这是当时考据学家所共同的思想，很难说是谁

影响谁”。而纵观这些对于江藩书体例的评价，似

乎都完全忽略了江氏著书的史源文本有着什么样

的结构。正如上文所述，钱大昕在这组传记的写作

中已经有意运用了这种方式，也同样在江氏之前便

显示出了这种写法所不能回避的缺陷———作者的

个人观点影响到了材料的选择。虽然摘录的方式

减少了读者误读的可能，但作者的个人观点仍然在

材料的去取上影响了对历史的阐述。而更早于钱

氏传记的，是戴震在江永去世后不久便写作的的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对于江永，极力推崇其

学术、推荐其遗书，写作的目的如状中所述，也有避

免“书未播广播，恐就逸坠，不得集于太史氏”的用

意，故而与一般行状不同，略生平与言辞，而详细记

载学术。钱氏江永传从开篇所述江氏治学之路的

词句，到江氏治学材料的选择与排列次序，都能看

出戴状的痕迹。钱氏的想法是否源于戴氏，或许不

能就此结论，然而由此可见，这种传记体裁的应用，

显然已经不是江藩、阮元一代学者的普遍观念，而

是应该上溯至钱大昕、戴震一代人了。

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江藩在创作过程中对于

史料的去取，有多大程度出自维护汉学门户的私

意。徐复观先生称之为“皆取自钱氏，而妄加点窜，

点金成铁”，这种说法显然是太过主观了。如于阎

若璩，江氏所不取者有四条：论孔门从祀当广为十

二哲，辨《大学》传文非出自曾氏门人之手，辨《檀

弓》载曾点倚门而歌事之妄，举朱熹论语、孟子集注

之误。这四条不仅于汉学无碍，反于攻宋学有力。

另外一处明显的去取是江永传不取论《深衣》、论

《论语》两段———然而这种做法本自戴震。另外，江

氏的戴震传，取《孟子字义疏证》———这是对理学的

供给———而不取钱氏记论《易》、论《周礼》、论明堂

三条，然而《孟子字义疏证》本是戴震得意之作，这

一条也是本自洪榜之行状，钱氏不取本是钱氏的忽

略。漆永祥先生在书中也曾提到过江藩忽略江永

尊信朱子这一方面，然而戴震只言及江永“以朱子

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虽黄氏杨氏

相继纂续，犹多阙漏，其书非完”，而作《礼经纲

目》。钱大昕甚至并无此句，可见江氏之书，虽然其

他地方确实可能选择了对汉学有利的材料、删削调

对宋学有利的材料，但某些情况下也实乃一代考据

学家之通病，不一定是有意为之。

总体说来，钱大昕这一组传记，在清代学术史

的书写中还是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的，它们应该被

承认为学术史书写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从它们这里可以看出随后的学术史书写中一些问

题的来源。而另外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这组传记既

然作为一代学术之留影，而非学派之记录，那么其

中有《汉学师承记》也未及兼顾的内容，尤其是在万

斯同等人亦未被列入《宋学渊源记》的情况下，这些

内容便具有着更多的意义。即使是完全从新观点

来写作的学术史，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对考据学往往一笔带过，而论万斯同仍多本钱

氏之说。在这一点意义上，以钱大昕这一组传记为

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发源，并不为过，它应该受到更

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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